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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33：冯胜君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image: ]

冯胜君，1970年8月生，山东昌邑人。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

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大学是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的，当时哈师大的风气是非常看重文体活动，对学习抓得并不严，这样一来可以有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自己感兴趣的书。哈师大图书馆藏书一般，但气度还是不错的，阅览室中百衲本二十四史、《金文编》、《甲骨文编》等书都是开放陈列的，可以随时取阅。因为高中开始喜欢书法、篆刻，所以曾在图书馆摹写过《金文编》中的部分字形。后来又陆续阅读了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姜宝昌《文字学教程》、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等书，初步了解了一些古文字学知识。大学时期古代汉语课是中文系的李连元老师给我们上的，之前赵鹏博士在访谈中提到深受李老师的影响，我很有同感。李老师在古文字学方面有相当不错的造诣，曾经与历史系王明阁老师合作出版过《殷契选释》一书。李老师上课非常生动，经常以古文字学知识来解释古汉语字义、词义，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也更加激发了我对古文字的兴趣。大二的时候，决定考研。当时考研并不像现在这么热，我们年级一共90人，考研的不过12人。由于信息闭塞，对于各学校研究生招生专业也是全然不知，就想报考一个跟古汉语有关的专业。当时哈师大并没有招生目录，我们几个准备考研的同学到东北林业大学去查全国研究生招生目录。当翻到吉林大学的时候，赫然发现古籍所招收古文字方向的研究生，当时激动得心砰砰直跳。招生简章附有参考书目，在这之后学习古文字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记得书目上列有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高明先生《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文字类编》等几种书，前两种书师大图书馆就有，我都反复阅读。特别是裘先生的书非常难懂，前前后后读了有六七遍，也不能说完全理解。《古文字类编》师大图书馆没有，我就到哈尔滨市图书馆去看，中午带一点简单的干粮充饥。在临近研究生考试的1993年秋天，我很冒昧地给古籍所的吴振武老师、何琳仪老师、刘钊老师写信，一方面介绍自己，另一方面也想得到一点指导。几位老师都很快给我回了信，不仅对我鼓励有加，还进行了认真指导。那个学期正好葛志毅老师给我们上史学史的课，葛老师是金景芳先生的高足，与古籍所古文字专业的老师自然相熟。他得知我要考古籍所古文字专业的研究生，主动给我写了推荐信。那一年的冬天，我带着葛老师的推荐信从哈尔滨来到长春，拜见了刘钊老师。刘老师亲自到古籍所办公室把我接到家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教诲。长春之行，使我极大增强了考取吉大古文字研究生的信心。第二年春天考研成绩发布，三门专业课（古文字、古代史、古代汉语及写作）的成绩尚可，只是外语成绩偏低，只有51分，后来还是刘老师争取了破格名额，我才得以顺利入学，师从何琳仪老师和刘钊老师学习古文字。


吴振武老师给我的回信，1993年9月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专业课是“金文研究”和“《说文》与古文字字形”，授课老师分别是吴振武老师和刘钊老师。“金文研究”主要是读《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所收录的金文拓片，形式是由本专业的学生读拓片并做解释，吴老师进行点评和补充；“《说文》与古文字字形”课则由刘老师讲解《古文字类编》所收录的字形，如果释字有误，则随时加以辨析。这两门课准备起来都不轻松，读《铭文选》不能只讲书上的注释，还要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能加以裁断取舍。“字形课”每两次课要考一次试（一般两次课会讲100页左右《类编》），看看对《类编》所收字形的熟悉程度。当时一起上课的除了同届的董珊兄，还有准备考博的徐正考师兄。正考师兄聪颖过人，“字形课”每每拿高分，令人羡慕。有的时候“金文课”准备得不够充分，做过功课的拓片数量明显支撑不到下课了，我们就会怂恿正考师兄在课间多跟吴老师聊一会儿天，以免露出马脚挨老师批评。第二个学期的专业课是“甲骨文研究”和“战国文字研究”，授课老师分别是汤余惠老师和何琳仪老师。汤老师上课主要讲郭老的《卜辞通纂》，读拓片和讲解都是老师一个人完成；何老师上课主要以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为基础，讲解其中的战国文字和传抄古文。何老师上课经常提问某一个字的上古音韵部（看前面侯乃峰兄的访谈，这一习惯也带到了安大的课堂上），也是逼着我们尽快熟悉上古音。虽然经常有答不上来的尴尬，但经过这一番训练，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硕士研究生期间，我还做了两件自认为对我成长很有帮助的事情，一是刘老师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准备在台湾出版，老师看我的字还算工整，命我手抄一遍书稿。我断断续续差不多抄写了一年时间，这当然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这项工作，我对古文字学的认识无疑大大提高了。另外一项工作与何老师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有关，当我入学的时候，何老师这部大书的编纂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蒙老师不弃，让我通读一遍书稿，并做一些校对工作。那段时间我一般两周到何老师家去一次，除了取需要校对的书稿之外，还听老师讲一些治学心得以及学林逸事，然后老师会在附近的饭店请我吃一顿午饭。我读书的时候，生活很清苦，老师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改善一下生活。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留在古籍所工作了。第二年，又考取了吴振武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吴老师当时承担较为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每周一的上午还是给我们几个新留校的年轻教师和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开个小灶，大家或聆听老师讲研究心得和治学经验，或轮流介绍最近的读书和研究情况。中午的时候老师会请大家在学校的小食堂改善一下伙食，师徒言笑晏晏，精神和物质食粮都获得大满足，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啊！
博士毕业之后，我向老师提出要到北大跟裘先生做博士后，当时我们研究室只有四个人，我一走，势必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2002年10月份开始，我到北大跟随仰慕已久的裘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开启了求学生涯另一段难忘的旅程。记得第一次到裘先生家里拜访，裘先生希望我以博士后大师兄张涌泉先生为榜样，做一点成绩出来。涌泉师兄之前虽未曾谋面，但对他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百万字巨著《汉语俗字丛考》的光辉事迹还是有所耳闻的。从裘先生家出来，顿觉步履维艰、压力山大。最后完成的出站报告当然远远达不到裘先生的期许，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对不起裘先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与白于蓝、陈剑、董珊、张富海、宋华强、李若晖、陶安诸兄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白于蓝、陈剑、董珊诸兄不仅学问好，酒量也好，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鸡毛小店一边喝酒，一边谈学问，可称得上是激扬文字、逸兴遄飞。以上诸兄在学术上勇猛精进，一骑绝尘；我则瞠乎其后，艳羡不已。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可对该领域做一番回顾与展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目前主要从事战国简帛方面的研究，尤其侧重古书类战国竹简研究。我在到北大做博士后之前，曾向吴老师请教博士后报告的选题方向。吴老师建议我做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方面的研究，这一选题既能紧跟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所谓“预流”），又可在传统字词研究之外另辟蹊径，为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北大读书期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已公布的郭店简和部分上博简可能存在国别和地域方面的差异，李学勤、周凤五先生曾做过很好的探索。有一次我和白于蓝师兄去李家浩老师家拜访，李老师又当面向我们指出，他认为上博简《缁衣》可能是鲁国抄本。这些线索促使我深入思考有关战国古书类竹简的国别问题，并最终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博士后工作报告的核心内容。当时学术界对于战国简国别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理论和方法还很不成熟。周凤五先生结合典籍中关于“蝌蚪文”的记载，主要从书法风格和竹简形制两个方面对郭店简进行分类。我对当时公布的郭店简和上博简形制进行了全面统计，发现战国时期古书类竹简的形制具有较大随意性，尚未形成制度，难以单独作为竹简分类的标准。而书法风格又较难界定和把握，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困难（后来我对清华简《保训》篇的书法风格与国别特征做过一点研究，算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但《保训》篇书法风格与三体石经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望而知的，这样的特例恐怕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是以竹简文字的形体特点和用字习惯为标准，论证了郭店简和上博简部分简文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后来又有学者在清华简中发现了一些具有三晋文字特点的抄本，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了解战国时期古书流传和学术分布的情况。另外我对战国竹简的字迹、书手以及古书载体与传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也做过一点研究，还曾参与过所谓“阅读习惯”问题的讨论。回顾这些年自己的研究兴趣，可以说经常在古文字研究的主战场——字词考释的外围打游击。
战国竹简研究，考释字词和疏通文义当然是基础。但目前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起来相当困难。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突破一点常规，发挥一些想象力，才能准确命中目标。这中间的分寸很难拿捏，非常考验研究者对字形的敏感程度以及对文义的准确把握。除了字词考释之外，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的年代差异，揭示出一些简文有所谓“存古”现象。国别问题是共时差异，存古现象是历时差异，两者相结合，可以形成立体的战国竹简研究视野。另外清华简《尚书》类文献中有一些生成年代比较早的文本，如《封许之命》、《摄命》等篇，其体裁和格式与西周金文有密切联系，为探索早期《尚书》类文献由文书向古书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这其中涉及载体、用途、阅读者等一些列复杂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另外像清华简《系年》、《金縢》等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与传世文献所记往往存在差异，从中不难窥见早期历史曾存在多个自洽的叙事系统，如何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包括经验或教训）？
看过之前的访谈，多数学者在收集资料方面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令人钦佩。我个人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如果非要谈一点体会，我觉得首先应该读常见书、熟悉基本资料。读古书也不必贪多，几种重要典籍精读、细读，一样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先秦典籍里我比较喜欢《左传》，上大学时通读过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研究生期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读了不止一遍，《左传事纬》一类的书也都通读过。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应该读《春秋左传正义》，前几年把这个“小目标”也达成了。至于收集资料方面，各有各的习惯，也不必强求一致。我读书的时候，电脑并未普及，更谈不上电子资源了。硕士、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做卡片，卡片按照不同主题分类，写作的时候查找起来也还方便。现在电子资源十分丰富，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自己的电子资料库。我前些年曾参加裘先生主持的“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这一集体项目，负责编制“战国文字异形表”，后来随着新材料不断公布，自己也随时更新“异形表”所收材料，形成了自己的战国文字字形资料库，使用起来自然非常便利。在撰写论文方面，我恐怕也谈不出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因为我本人比较疏懒，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自己满意的论文就更少了。陈剑兄有一个观点，大意是写出来的论文最好既有意思，又说得死。我当然非常赞同，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应该说，古文字研究发展到今天，大规模释字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像杨振宁说“理论物理的盛宴已过”一样。“有意思”且能“说得死”的字越来越少，像《摄命》篇“有狱有[image: ]”之“[image: ]”，与甲骨文、金文、小篆、传抄古文都能够勾连，很有意思，但目前看还说不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不妨退而求其次，也可以写一点虽然看起来意思不大，但能说得死的文章。想要说得死，必须形、音、义几个方面的证据都很直接，水到渠成、左右逢源，而不是辗转勾连、曲为之说。例如我考释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滞债毋有塞”之“塞/赛”，自己感觉各方面的证据十分充分，几乎不需要做过多解释，而且“滞”字之读与陈剑兄之前考释《性自命出》“身欲静而勿滞”之“滞”还可以互相印证（《吕氏春秋·慎大》有“出拘救罪，分财弃责”语，亦可与简文互证）。这当然是个小问题，但如果我们向前迈的每一小步都能踩到实处，古文字研究也还是可以不断进步的。在投稿发表方面，前些年为了应付学校考评，曾经试着向一些核心期刊投稿，但命中率不高。后来侥幸带了一顶人才帽子，免于被考评的命运，人生从此实现了“发表自由”。李零先生有书名《放虎归山》，多年过去了，老虎并未归山。每念及此，不由感慨系之矣。

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在古文字学习和研究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裘锡圭先生，我想这也是多数古文字学者共同的体会。考研的时候反复读《文字学概要》，对于裘先生以精确的表述，表达精深的文字学思想，拳拳服膺。一直到今天，裘先生的文章也是经常温习的，而且每一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应该说，裘先生的文章，确立了古文字研究的范式，影响了几代古文字学者。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应该是有公论的。良好的学风，是古文字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而这一点与裘先生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北大读书期间，有一次裘先生向我索要之前发表在一个比较偏门刊物上的两篇小文章，后来裘先生针对那两篇文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当面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当时真是汗发沾背，羞愧难当。后来博士后工作报告，裘先生也进行了认真批改，指出的问题包括遣词造句、行文逻辑、篇章结构等。裘先生的悉心指导，对我的成长帮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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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答辩与裘先生合影，2004年，北京

我硕士、博士先后师从何琳仪、刘钊和吴振武先生，这几位先生的道德文章都给我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人生和学术的面貌。何老师出身高干家庭，除了学术之外，还有多方面的才情。善写旧体诗，并有诗集行世。精于音律，尤善洞箫。我听几位老师讲过，当年姚孝遂先生带领吉大古文字团队在杭州文澜阁编书，暇时何老师着对襟绸褂，坐在西湖边的石凳上吹洞箫。丰神萧散，引得游人驻足观望。这也成了古文字学界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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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何琳仪先生合影，2003年，保定

刘钊老师性情洒脱，与学生相处，不拘小节，十分有亲和力。我读硕士期间，一般隔周就会到老师家闲谈。老师或谈学问，或聊家常，使我在多方面都受益匪浅。在我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最为凄惶无助的时候，老师给了我家的温暖，这一切都令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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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钊先生合影，2004年，厦门

我跟随吴振武老师的时间最长，即使从读博士开始算，到今天也有20多年了。当年我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在后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恩师于点滴小事，往往垂范道德文章之大节，令我终身受用不尽。”老师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人为学自律甚严，但待人接物却处处体现出温情与通达，这一点正是老师的不可及之处。古人云：“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又有所谓的“君子儒”，老师庶几近之。工作中有时会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这时我往往会下意识地想一下：“如果是吴老师，会怎么办？”老师对我的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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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振武先生合影，2018年，长春

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初学古文字，最好犯的毛病就是容易急躁。面对浩繁的古文字材料和传世古书，不知从哪里下手才好。记得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一次到汤余惠老师家求教，当时学习古文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学习也还算刻苦，但就是没有什么心得，十分苦恼。汤老师是宽厚长者，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治学就像烧水，哪有刚把水壶放到灶上，水就烧开的道理啊？但只要坚持烧，就一定会冒泡的。”初学古文字，最忌贪多务得。看文章不必求全，更不能啥文章都看，应取法乎上。重要学者的经典文章，宜反复细读并揣摩立意、证据、行文逻辑乃至遣词造句等细节。《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裘锡圭卷》是度人金针，津逮后学，更应该反复研读。古文字原始材料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都熟悉，可以围绕学位论文选题先熟悉一部分，再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充。现在电子资源丰富，资料获取容易，“今人视之，亦不甚惜”。我读书的时候，多数材料都是要手摹笔录的，初学者如能下一番摹录的功夫，自然是极好的，也一定会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吉林大学有一门课叫“古文字技能课”，这实际上是一门大杂烩的课，凡是古文字研究用得到，但又不值得单独开课的知识，都打包在一起，由不同的老师分头讲。其中电脑技术与古文字研究相结合的部分，一直是由我来讲。内容不外乎造字、图片处理、网站及数据库的介绍及应用等。随着电脑及网络技术的进步，有一些工作变得更简单了，例如造字，“中华字库”目前所造的字基本可以涵盖常见的古文字隶定形体，需要另行造字的数量已不是很多。但近二十年来，电脑技术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应用，一直没有质的突破。最近不少学校，包括吉大古文字团队，也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古文字研究相结合的模式和场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古文字研究领域对于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甚至论坛发言及跟帖，一直持比较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论坛发言的即时性很强，好处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扫清新公布资料中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正如之前多位访谈者提到的，这其中也有不少需要规范的乱象。特别是论坛发言和跟帖，往往随着新材料的公布一哄而上，发言大多比较随意，基本没有论证过程，其后果就是真正有价值的原创性观点不多，不少发言者的心态是姑妄言之而已，这种态度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有害的。谢明文兄在之前的访谈中讲了因新材料公布后急着写文章，而被陈剑兄和裘先生批评的故事，值得大家深思和戒惕。我想在访谈中既然提到了这一问题，就说明学术界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关注，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我本人喜静不喜动，平常没有什么固定的锻炼项目，偶尔早起散步，但也不能坚持。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休闲活动则不外乎看看闲书（喜欢鲁迅和汪曾祺），偶尔也上网看看电影、追追剧。对于京剧我是很喜欢的，尤喜程派青衣，是张火丁的粉丝。

感谢冯胜君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冯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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